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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抗性基因（ＡＲＧｓ）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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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市水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深圳， ５１８０５５）

摘　 要　 抗生素的长期滥用导致大量耐药菌的出现，并加剧抗生素抗性基因（ＡＲＧｓ）在不同环境介质中传播

扩散，对人类和动物健康造成潜在威胁．作为一种新型污染物，ＡＲＧｓ 已经成为近年来环境研究领域的热点之

一．然而目前多数研究关注的是水、土壤和沉积物中的 ＡＲＧｓ，国内外对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零散．
本文综述了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探讨了空气中 ＡＲＧｓ 样品的采集和检测方法，旨在为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策略．
关键词　 抗生素抗性基因（ＡＲＧｓ）， 空气， 采样方法，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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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抗生素具有预防、治疗疾病和促进生长的作用，其在医疗业和畜牧养殖业的滥用情况日趋严

重，大量抗生素以原药形态或代谢产物形态进入环境［１⁃２］ ．环境中的抗生素除了导致化学药物污染外，所
产生的环境压力能加剧抗生素抗性基因（ＡＲＧｓ）的传播和扩散，造成潜在基因污染［３］ ．抗生素在人和动

物肠道内诱导产生耐药菌，这些编码 ＡＲＧｓ 的耐药菌经排泄后，是环境中 ＡＲＧｓ 的重要来源［４⁃５］ ．当环境

中的 ＡＲＧｓ 位于基因转移单位时，可整合到一些可移动基因元件上，如质粒、转座子、整合子等，然后可

通过转化、转导、接合等作用，在微生物种内、种间等进行传递转移．通过这种基因水平转移（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ｇｅｎ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ＨＧＴ），ＡＲＧｓ 可以在不同微生物物种间传播扩散［６⁃７］ ．因此，ＡＲＧｓ 作为一种新型的基因污

染物，具有可复制性，传播性和环境持久性等特点，比传统化学污染物更加难以研究和控制．我国由于抗

生素滥用情况严重，抗生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能较其他国家更为严峻，因此更加迫切需要加强

ＡＲＧｓ 的基础研究［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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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ＡＲＧｓ 的污染问题受到各方面的极大关注，国内外已逐渐开展环境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研究方

向集中在 ＡＲＧｓ 的来源、分布、传播扩散及生态风险等［９⁃１３］ ．目前，已有多种 ＡＲＧｓ 在水、土壤、沉积物、空
气等环境介质中被检出［３⁃７，９］，然而有关水和土壤中 ＡＲＧｓ 的报道较多且较为系统［１４，６⁃７］，国内外对于空

气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相对薄弱［１５⁃１６］ ．不同于水、土壤环境中 ＡＲＧｓ 的高浓度特点，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环境风险

主要体现于病原菌等携带 ＡＲＧｓ 的微生物易被人吸入，可能对人体造成直接的健康危害．我国多数城市

细颗粒物污染严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尤其是 ＰＭ２．５很可能成为 ＡＲＧｓ 向人体呼吸系统传播的一个重要

暴露途径．近年的文献中已陆续报道了在养殖场、医院、公共场所、城市住宅的空气中检出耐药菌的相关

研究［１７⁃２２］ ．然而，ＡＲＧｓ 与耐药性的传播扩散机制密切相关，因此需在空气中耐药菌的研究基础上加强

ＡＲＧｓ 的研究．但由于对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污染现状缺乏足够的信息，且采样方法和检测分析方法尚未标

准化，该领域研究的开展面临很大挑战．
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的文献资料，综述了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进展、空气样本的采集方法和检测

方法，为进一步研究空气中的 ＡＲＧｓ 提供研究思路和技术策略．

１　 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进展

自 ＡＲＧｓ 作为一种新型环境污染物被 Ｐｒｕｄｅｎ 等［２３］提出后，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极大关注，相关研

究逐渐展开．目前已有数百种 ＡＲＧｓ 在各种环境介质中被检出，主要包括：四环素抗性基因、氨基糖苷类

抗性基因、大环内酯类⁃林肯酰胺⁃链阳霉素（ＭＬＳ）抗性基因、氯霉素抗性基因、万古霉素抗性基因、磺酰

胺类抗性基因、甲氧苄啶类抗性基因、β⁃内酰胺类抗性基因等［１４］ ．迄今为止，空气中已发现 ５ 种四环素类

抗性基因，１ 种氨基糖苷类抗性基因，７ 种大环内酯类抗性基因，１ 种万古霉素抗性基因，１ 种 β⁃内酰胺类

抗性基因和 １ 种杆菌肽锌抗生素抗性基因，如表 １ 所示．这些基因多数是从养殖场和医院的空气中被

检出．
国外自 ２００６ 年开始关注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在养殖场空气、医院空气、住宅区及街道空气中检测

出 ＡＲＧｓ．Ｃｈａｐｉｎ 等［２４］发现，养猪场室内的空气中大约 ９８％的革兰氏阳性菌对至少两种养猪场常用抗生

素（包括大环内酯类、林肯酰胺、四环素）产生抗性．Ｓａｐｋｏｔａ 等［２５］ 在 Ｃｈａｐｉｎ 等［２４］ 研究基础上，采用 ＤＮＡ
分子杂交和 ＰＣＲ 法对肠球菌和链球菌进行检测，首次提供了养殖场空气中的细菌携带 ＡＲＧｓ 的数据．结
果表明，所有受试菌均含有多重大环内酯类⁃林肯酰胺⁃链阳霉素（含称ＭＬＳ）抗性基因 ｅｒｍＡ、ｅｒｍＢ、ｅｒｍＣ、
ｅｒｍＦ、ｍｅｆＡ，５０％的肠球菌和 ４４％的链状球菌含有多重四环素抗性基因 ｔｅｔＭ、 ｔｅｔＫ、 ｔｅｔＬ． Ｃｈａｐｉｎ 等［２４］ 和

Ｓａｐｋｏｔａ 等［２５］的研究表明养殖场空气中的革兰氏阳性菌可能是一个潜在的 ＡＲＧｓ 储存库．Ｊｕｓｔ 等［２６］对在

笼舍圈养（ｃａｇｅ⁃ｈｏｕｓｅｄ）家禽养殖场（用于生产鸡蛋）和自由放养（ ｆｌｏｏｒ⁃ｈｏｕｓｅｄ）家禽养殖场（用于生产肉

类）采集的耐药菌和 ＡＲＧｓ 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自由放养的家禽养殖场气溶胶中的肠球菌、大肠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浓度明显比笼舍圈养的家禽养殖场气溶胶中含量高，且杆菌肽锌抗性基因 ｂｃｒＲ，红
霉素抗性基因 ｅｒｍＡ，四环素抗性基因 ｔｅｔＡ、ｔｅｔＣ 在自由放养的养殖场中检出率比笼舍圈养养殖场中高，
一定程度上说明 ＡＲＧｓ 和抗生素用量的相关性．Ｇｉｌｂｅｒｔ 等［２７］检测医院空气中的微生物气溶胶，发现所有

的空气样品中的 ＤＮＡ 提取物都含有 ｅｒｍＸ，６０％和 ９０％的空气样品中分别含有 ｔｅｔＧ 和 ｅｒｍＦ．Ｌｉｓ 等［２８］ 在

长期与医院环境接触的人的家中分离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且检测含有 ｍｅｃＡ 抗性基因．
Ｄｒｕｄｇｅ 等［２９］从医院预滤器上分离出的灰尘中检测到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

球菌相关的 ３ 种 ＡＲＧｓ（ａａｃ（６′） ⁃ａｐｈ（２″）、ｅｒｍＡ、ｍｅｃＡ）．除此之外，Ｇａｎｄｏｌｆｉ 等［３０］ 在米兰 Ｔｏｒｒｅ Ｓａｒｃａ 的一

个高流量的街道旁采集的 ＰＭ１０中分离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通过对其检测发现，几乎在所有

的菌株中都存在 ｔｅｔＫ，在少数菌株中存在 ｅｒｍＣ 和 ｖａｎＡ． Ｌｉｎｇ 等［３１］ 的研究表明，密集型动物养殖场

（ＣＡＦＯｓ）和诊所可能成为空气中 ｔｅｔＸ 和 ｔｅｔＷ 的源头，并可通过空气的运动进行传播．
国内近两年来才开始关注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且目前文献中相关的研究报道仅局限于养殖场空

气．Ｌｉｕ 等［１８］从 ６ 个养鸡场中采集的室外空气和室内空气样品中分离出 １４９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菌株，并
在其中检测出 ｔｅｔＭ 、ｍｅｃＡ、ｅｒｍＣ、ａａｃ（６′） ⁃ａｐｈ（２″）基因．结合 ＲＥＰ⁃ＰＣＲ（基因外重复一致回文序列聚合

酶链式反应）溯源鉴定结果确认，鸡体产生的具有耐药基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能够形成气溶胶上悬浮，
借助舍内、外的气体交换传播到舍外环境中，视气象条件扩散到一定的距离，对该区域的公共卫生形成



　 ５ 期 贺小萌等：空气中抗性基因（ＡＲＧｓ）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进展 ７４１　　

威胁．李楠等［１９］以从养殖场分离的耐药性严重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研究对象，针对 β⁃内酰胺类、大
环内酯类和四环素这 ３ 类耐药率较高的抗生素，采用 ＰＣＲ 法对其相关耐药基因进行检测．结果显示，
ｍｅｃＡ 的检出率为 ５８．０％，部分菌株表现为抗苯唑西林；ｅｒｍＣ（６９．６％）是阳性率最高的大环内酯类耐药基

因，其次是 ｍｓｒＡ （１５． ７％） 和 ｅｒｍＢ （１４． ８％）；四环素类耐药基因 ｔｅｔＫ （６２． ７％） 检出率明显高于 ｔｅｔＭ
（２５．４％）．

上述研究表明，ＡＲＧｓ 在空气中广泛存在，并与抗生素的使用具有一定相关性，空气环境可能成为

一个潜在的 ＡＲＧｓ 的存储库．该研究领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数据匮乏，采样和分析方法尚未标

准化使得相关数据不具可比性等方面．另外，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来源、浓度、影响因素、传播扩散机制、生态

风险等方面仍缺乏足够的信息，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表 １　 空气中检出的 ＡＲＧｓ［１８⁃１９，２４⁃３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Ｇ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ａｉｒ
基因 生物源 环境源

ｔｅｔＡ ／ Ｃ 微生物菌落 养殖场

ｔｅｔＭ 肠球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型养猪场、养鸡场

ｔｅｔＫ 肠球菌、链球菌、葡萄球菌 大型养猪场、米兰的街道上 ＰＭ１０

ｔｅｔＬ 肠球菌、链球菌 大型养猪场

ｔｅｔＧ 微生物菌落 医院病房、养殖场

ｔｅｔＸ 微生物菌落 密集型动物养殖场、诊所

ｔｅｔＷ 微生物菌落 密集型动物养殖场、诊所

ａａｃ（６′） ⁃ａｐｈ（２″）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医院空气过滤器上的灰尘、养鸡场

ｅｒｍＡ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肠
球菌、链球菌、微生物菌落

医院空气过滤器上的灰尘、大型养猪场、养殖场

ｅｒｍＢ 肠球菌、链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微生物菌落 大型养猪场、养殖场

ｅｒｍＣ 葡萄球菌属、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米兰的街道上 ＰＭ１０、养鸡场

ｅｒｍＦ 肠球菌、链球菌、微生物菌落 大型养猪场、医院病房

ｅｒｍＸ 微生物菌落 医院病房

ｍｅｆＡ 肠球菌、链球菌 大型养猪场

ｍｓｒＡ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养殖场

ｖａｎＡ 葡萄球菌 米兰的街道上 ＰＭ１０

ｍｅｃＡ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医院空气过滤器上的灰尘、与医院环境接触过的人
的家中、养鸡场

ｂｃｒＲ 微生物菌落 养殖场

２　 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采集方法

携带 ＡＲＧｓ 的耐药性病菌在空气中以气溶胶的形式存在，单个生物气溶胶的直径一般为 ０．２—
２０ μｍ［３２⁃３３］ ．空气中 ＡＲＧｓ 样品的采集可借鉴生物气溶胶的采集方法，一般按原理可分为：撞击式采样

法、离心式采样法、气旋式采样法及过滤式采样法等，各方法的特点如表 ２ 所示．其中撞击式采样法使用

的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６ 级生物采样器和全玻璃液体冲击式采样器 ＡＧＩ⁃ ３０ 为国际空气生物学学会推荐使用的两

种空气微生物标准（参照）采样器，是公认的准确性较高的采样器．采集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样品时，可优先

考虑采用这两种采样器．除此之外，离心式采样器法、气旋式采样法及过滤式采样器法等也可用于采集

空气 ＡＲＧｓ 样品．
撞击式采样器的原理是利用抽气装置，使每分钟恒定气流量的空气通过狭小喷嘴，形成高速气流射

向采集面，气体沿采集面拐弯而去，而颗粒则按惯性继续直线前进，撞击并黏附于采集面上被捕获［３４］ ．
根据阻挡面上介质的不同，可分为固体撞击式和液体撞击式采样器．固体撞击式采样器中以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

样器最为常用．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器是采用分粒径撞击原理，模拟人的呼吸道解剖结构和动力学特征设计制

造，由几个带微细孔眼的金属圆盘组成，圆盘的孔径逐级递减，以便分离并收集空气中不同粒径的气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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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３５］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器对细菌气溶胶有较高的采集效率，如杨文慧等［３６］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单级或多级

撞击式采样器、离心式采样器、气旋式采样器、液体冲击式采样器、过滤式采样器中，以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器

采样效率最高，所采粒子数较多．目前，对于空气中 ＡＲＧｓ 样本的采集，大都采用的是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器，
如 Ｇａｎｄｏｌｆｉ 等［３０］采用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八级采样器，在街道上采集的 ＰＭ１０中检测出四环素抗性基因 ｔｅｔＫ、大环

内酯类抗性基因 ｅｒｍＣ 和万古霉素抗性基因 ｖａｎＡ．Ｌｉｕ 等［１８］ 使用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六级采样器，从养鸡场采集到

的微生物气溶胶中检测到四环素抗性基因 ｔｅｔＭ、β⁃内酰胺类抗性基因 ｍｅｃＡ、大环内酯类抗性基因 ｅｒｍＣ
和氨基糖苷类抗性基因 ａａｃ（６′） ⁃ａｐｈ（２″）．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器的独有的特性是可以采集空气中不同粒径的

气溶胶携带的耐药菌和 ＡＲＧｓ，从而反映出携带耐药菌和 ＡＲＧｓ 气溶胶的粒径分布特性．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

器采集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不足之处在于采样过程中的壁损失、生物失活、粒子重叠、粒子反弹等引起的对

实际空气中 ＡＲＧｓ 测量结果的偏差．基于当前采样器的研究现状，可以从采样器的结构和采样方式等方

面提高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的准确性：对采样器内部进行精细设计，使内部无不流动死角或在内壁贴上不粘

菌的材料，以降低壁损失；采样器加入增湿功能，从而减少生物失活率；研制平皿可转动的采样器，以减

少粒子重叠等［３７］ ．如 Ｘｕ 等［３８］采用在培养基上涂上一层矿物油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时

粒子反弹的问题，提高了采样器的收集效率．
液体撞击式采样器是通过一个狭隙高速冲击的方式将空气中的微生物粒子收集在少量的液体

中［３９］ ．有研究表明，液体撞击式采样器联合基于分子技术的 ＰＣＲ 分析方法，对采集和检测微生物气溶胶

具有较好的效果．冯文如等［４０］采用液体微生物采样器和固体撞击式微生物采样器对模拟现场空气微生

物进行采样并检测．结果表明，在不同污染状态和不同采样时间下，液体采样器法的采样效率及稳定度

均较固体撞击式空气微生物采样器法好，且所获采样液可以用于进一步的微生物培养或分子生物学检

测．全玻璃液体撞击式采样器（ＡＧＩ）已被用于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采集［２４⁃２５］ ．然而，ＡＧＩ 采样器采集空气中的

ＡＲＧｓ 可能存在以下缺点：采样液会冻结或蒸发，不适合低温或长时间采样；采样流量小，不适于低浓度

空气微生物的采样．针对这些问题，可考虑在采样液中加入对微生物无害的抗冻物质（如甘油）或对采样

器附加加温装置，采样时及时补充采样液等方式来避免采样液结冻或蒸发［３４］ ．
离心式采样器是在克服其他采样器体积较大，操作不方便，噪声大，价格高，需要外接电源等缺点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便携式空气微生物采样器［４１］ ．该采样器基于离心撞击原理，借助蜗壳内叶轮的

高速旋转使气流进入蜗壳并成锥形体运动，气流中的带菌粒子则由于离心力而偏离气体流线，撞击沉着

在采集面上．实验证明，离心式采样器对于≥４ μｍ 的粒子采集率高，适用于采集自然微生物粒子［３７］ ．高
晖等［４２］研究了离心式采样器捕获空气中细菌和真菌的效果，结果表明，离心式空气微生物采样器对微

生物气溶胶的回收率比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器略低，但差异不显著．
气旋式采样器的主要工作原理是基于两相流体力学在旋风除尘器中的应用，利用了气流高速旋转

过程中的惯性作用，对气流中的微生物粒子进行分离［４３］ ．梁磊［４４］设计了一种新型的便携式旋风采样器，
并将其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器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该便携式旋风采样器采样效率较高，且可进行连续采

样，有较为广泛的浓度适用范围．气旋式采样器适用于采集较小的带菌粒子，如病毒等．实验表明，气旋

式采样器对于采集病毒粒子（Ｔ⁃３ 噬菌体）的收集效率比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器高 ３０ 倍左右［３４］ ．
过滤采样器的原理是将空气中的微生物粒子抽入采样头内，通过碰撞、截留、沉降等机制，使微生物

粒子被阻留在滤膜上［３７］ ．Ｔｈｏｒｎｅ 等［４５］对固体撞击式采样器（Ａｎｄｅｒｓｅｎ），液体撞击式采样器（ＡＧＩ）和核

微孔滤膜过滤式采样器对家畜养殖区生物气溶胶的采集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ＡＧＩ 采样器和核微孔

滤膜过滤式采样器的采集效率较高，适用于采集养殖区域空气中的细菌．Ｍｙａｔｔ 等［４６］ 的研究表明过滤采

集方法结合基于 ＰＣＲ 的检测方法，较撞击式采样器结合基于培养的检测方法有明显优势，且过滤采集

方法适用于长时间采样．陈延京等［４７］针对现有滤膜的孔径较大，难以截留粒径较小颗粒，滤膜材料本身

可能有抑菌或杀菌作用等缺陷，研制成了一种以无机膜为支撑膜，以壳聚糖醋酸溶液为涂层溶液制成壳

聚糖复合膜，更好地将过滤式采样器应用于空气中微生物的采集．
为了富集空气中较为微量的 ＡＲＧｓ，除了需要将采样器自身结构不断优化外，还可将两种乃至多种

不同原理的采样技术联合应用以发挥其各自优势［４８］ ．如 Ｋｌａｕｓ 等发明的三孔旋涡式的生物样品液体冲

击采样器，联合了离心和冲击两种方法，有效地解决液体冲击式采样器的粒子气化问题，提高采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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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降低采样过程中生物活性的损伤［４９］ ．华利忠等［５０］设计了一个集液体冲击式采样器和过滤式采样器于

一体的双重富集装置，有效地提高了微生物采样器的采集效率．
环境介质中耐药菌和 ＡＲＧｓ 的有效采集和保存，是准确测定其浓度、了解其性质和影响效应、评估

其风险的基本前提和保障．现有的生物气溶胶采样技术在采样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部分微生物

丢失或失活，从而不能准确还原空气中微生物的粒子数．空气中耐药菌和 ＡＲＧｓ 的采样技术的选取需要

根据采集环境、后续分析方法和实验需求而定，这就要求研究者们充分了解各种采样器的特点，根据不

同的采样条件选择相应的采样器或是在原有采样器的基础上研发新型采样器，并通过模拟实验对采样

器进行评价［５１］ ．目前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相关研究多数采用的是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器［１８⁃１９，２６，３０］，也有个别研究采

用 ＡＧＩ⁃３０ 采样器［２３⁃２４］ ．这些研究尚没有对所使用的采样器进行运行参数优化实验，也没有对采样器性

能进行评价，因此对其采样分析结果是否能真实地反映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种类、浓度以及采样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的

影响因素还不清楚，这给制定合适的空气 ＡＲＧｓ 样品的采集方法增加了难度．

表 ２　 空气中常用微生物采样器的特点［５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ｓａｍｐｌｅｒｓ ｉｎ ａｉｒ
类型 优点 缺点 采样器 分析方法

固体撞击式采样器
采集粒谱范围宽；效率高；对
呼吸道易沉着粒子捕获率高；
应用范围广

壁损失、粒子从采集面滑落、
打碎等造成微生物细胞受损；
不适用于压力敏感型微生物
采样；所需营养琼脂平板较
多，操作复杂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采样器
（６ 级、２ 级、单级
和 ８ 级），ＪＷＬ 型，
ＭＡＳ⁃１００

培养、显微镜分析

液体撞击式采样器

适合于高浓度空气微生物采
样；能将采集样品分别分析；
采样液对微生物有保护作用；
捕获率高，使用方便

不适于低温或长时间采样；采
样时微生物粒子冲击液体导
致微生物细胞受损；易污染，
携带不便

Ｐｏｒｔｏｎ 采样器， ＡＧＩ⁃
３０ 采样器，Ｓｈｉｐｅ 采
样器，多级液体喷冲
式采样器，
Ｂｉｏ⁃ｓａｍｐｌｅｒ 采样器

培养、显微镜分析、
生物化学分析、免疫
化验

离心式采样器
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噪
音小；使用方便灵活；对空气
微生物粒子捕获率较高

采气量不恒定；对小粒径微生
物粒子采样效率低；部分细菌
粒子会损耗于抽气叶轮的叶
片上；采样片及其外套的灭菌
存在问题

ＲＣＳ 型及国产的
ＬＷＣ 型

培养、显微镜分析、
生物化学分析、免疫
化验

气旋式采样器
结构简单；操作简便；耗能低；
可连续采样；成本低

易出现再携带现象；微生物气
溶胶粒子的活性损失较大

Ｂｉｏ⁃Ｇｕａｒｄｉａ 采样器，
Ｓｐｉｎ⁃Ｃｏｎ 型 全 玻 璃
旋风采样器，大流量
旋风采样器等

培养、显微镜分析、
生物化学分析、免疫
化验

过滤阻留类
捕获率较高，可在低温环境下
进行采样

不适用于不耐干的微生物；滤
膜孔径易堵塞；采气量不稳
定；干燥效应和后续分析中的
洗脱过程会影响微生物的
活性

玻璃 纤 维， 纤 维 素
酯，聚碳酸酯，聚四
氟 乙 烯 过 滤 式 采
样器

培养、显微镜分析、
生物化学分析、免疫
化验

３　 ＡＲＧｓ 的检测方法

迄今为止，已有多种检测手段被用于检测、分型、表征 ＡＲＧｓ．这些方法主要有传统的培养法和分子

生物学法，如 ＰＣＲ（简单和复合 ＰＣＲ）、实时定量 ＰＣＲ、ＤＮＡ 测序、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等［１４］ ．
微生物培养技术的原理是将通过撞击法收集到培养皿表面的微生物直接进行培养，或把收集到采

集液和滤膜上的微生物转移到培养基上进行培养的方法［５３］ ．通常是通过细菌的抗性表型来评价其耐药

性，并鉴定细菌种属类型，确定抗性基因的宿主特征．细菌种属鉴定的方法主要有传统的生理生化鉴定、
１６Ｓ ｒＲＮＡ ／ ｒＤＮＡ、基因序列分析法和 Ｂｉｏｌｏｇ 细菌鉴定系统等［５４］ ．不同于水和土壤，空气中 ＡＲＧｓ 环境风

险主要体现于病原菌等携带 ＡＲＧｓ 的微生物易被吸入，对人体造成直接的健康危害．因此，目前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检测大多是基于传统的培养方法，主要关注与人体健康紧密相关的致病菌．在我国，临床多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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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直接相关的携超广谱 β⁃内酰胺酶（ＥＳＢＬ）革兰氏阴性菌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耐
万古霉素肠球菌（ＶＲＥ） 等在各场所的检出率都在逐年上升［５５］ ．但由于空气环境中存在大量不可培养的

微生物，采用基于细菌培养的方法会低估空气环境中生物群落耐药菌的种类、数量和 ＡＲＧｓ 的存在量．
普通 ＰＣＲ 法是基因检测最常用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对特定核苷酸片段进行指数级的扩增，在扩

增反应结束后，再通过凝胶电泳对扩增产物进行定性分析．该方法可与微生物培养相结合用于检测

ＡＲＧｓ．首先利用培养基筛选出抗性细菌，再从这些菌体中提取 ＤＮＡ，利用 ＰＣＲ 进行 ＡＲＧｓ 的检测分析．
另外，也可直接在空气样品中提取总 ＤＮＡ，再利用 ＰＣＲ 方法分析样品中的 ＡＲＧｓ．该方法不需要对微生

物进行培养，可将环境中低浓度的目标 ＤＮＡ 或 ＲＮＡ 进行扩增和检测，结果更加准确，快速灵敏，是
ＡＲＧｓ 检测方法未来发展的趋向［５６⁃５７］ ．目前 ＰＣＲ 的方法已被广泛用于各种环境样品中 ＡＲＧｓ 的检测．
Ｃｈｅｅ⁃Ｓａｎｆｏｒｄ 等［５８］采用 ＰＣＲ⁃ＤＧＧＥ 和序列分析技术在养猪场附近的粪池中检测到了 ８ 种四环素抗性基

因．邹世春等［５９］采用 ＰＣＲ 研究了养殖场土壤细菌 ＤＮＡ 中 ９ 种四环素抗性基因的存在和污染水平．在空

气 ＡＲＧｓ 的研究中，也大多采用的是普通 ＰＣＲ 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方法适用于空气样品中 ＡＲＧｓ 的

检测．普通 ＰＣＲ 法只能对空气中的 ＡＲＧｓ 进行定性研究，要对其展开全面的研究还需要借鉴已成功运用

于其他环境介质的检测手段．
近年发展起来的定量 ＰＣＲ（ＱＰＣＲ）技术，通过荧光标记探针，巧妙地把核酸扩增、杂交、光谱分析和

实时检测计算技术结合起来，然后借助荧光信号检测 ＰＣＲ 产物．荧光标记物与扩增产物结合后，被激发

的荧光强度就与扩增产物量呈正比，从而可实现精确定量，准确表征环境的抗性基因水平，是未来研究

的重点［６０］ ．ＱＰＣＲ 技术已被大量运用于水和土壤中四环素类、磺胺类、万古霉素等 ＡＲＧｓ 的研究中［６１⁃６２］ ．
王青等［６３］对九龙江下游水源水，进行 ＤＮＡ 提取和 ＱＰＣＲ 检测，结果表明 ｔｅｔＡ、ｔｅｔＧ、ｅｒｍＢ 和 ｖａｎＡ 的检出

水平分别最高可达 １０７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１水样、５ ×１０２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１水样、１０５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１水样、１０６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１

水样．吴楠等［６４］ 设计了一种 ＱＰＣＲ 程序对养殖场土壤中 ５ 种四环素抗性基因进行检测，其中 ｔｅｔＷ 的含

量最高为 ２．１６±０．２０×１０８ ｃｏｐｉｅｓ·ｇ－１（干土），ｔｅｔＢ ／ Ｐ 的含量最低为 ２．８９±０．５４×１０６ ｃｏｐｉｅｓ·ｇ－１（干土）．ＱＰＣＲ
技术也被少数研究用来检测空气中的 ＡＲＧｓ．Ｌｉｎｇ 等［３１］ 采用 ＱＰＣＲ 对空气样品中选取细菌特定的 １６Ｓ
ｒＲＮＡ、ｔｅｔＸ、ｔｅｔＷ 进行检测．结果表明，诊所和养殖场样品中细菌 １６Ｓ ｒＲＮＡ 的浓度为 １．５ × １０１—１．９ × １０５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ｇｅｎｅ ｎｕｍｂｅｒ·ｍ－３，养殖场空气中 ｔｅｔＸ 和 ｔｅｔＷ 含量较高，分别约为 １０２ ｔｅｔＸ ｎｕｍｂｅｒ·ｍ－３ 和

１０３ ｔｅｔＷ ｎｕｍｂｅｒ·ｍ－３ ． Ｊｕｓｔ 等［２６］ 采用 ＱＰＣＲ 技术对养殖场空气中的 ｔｅｔＧ 进行了定量检测．结果表明 ｔｅｔＧ
在笼舍圈养（ｃａｇｅ⁃ｈｏｕｓｅｄ）的家禽养殖场（用于生产鸡蛋）的个人采样样品中和区域采样样品中的浓度

分别为 ６．９×１０３ ｃｏｐｉｅｓ·ｍ－３和 ７．８×１０３ ｃｏｐｉｅｓ·ｍ－３，在自由放养（ｆｌｏｏｒ⁃ｈｏｕｓｅｄ）家禽养殖场（用于生产肉类）
的个人采样样品中和区域采样样品中的浓度分别为 ２．６×１０４ ｃｏｐｉｅｓ·ｍ－３和 １．８×１０４ ｃｏｐｉｅｓ·ｍ－３空气．ＡＲＧｓ
的 ＱＰＣＲ 定量数据表明，相较于水和土壤样品，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含量较低，因此对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检测技

术要求更高．目前 ＱＰＣＲ 用于空气样品中 ＡＲＧｓ 的检测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改善优化采样方法和样品

处理方案，减少环境背景对 ＱＰＣＲ 分析结果的影响等．因此，把生物气溶胶采样、处理和鉴定各个步骤综

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综合的检测系统，是未来空气中 ＡＲＧｓ 检测技术发展的方向．
除以上常用方法外，ＤＮＡ 杂交技术及微列阵技术，也被少数研究运用在 ＡＲＧｓ 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中．如 Ｍａｌｉｋ 等［６５］采用 ＤＮＡ 杂交技术和 ＰＣＲ 技术，发现 β⁃内酰胺类抗性基因 ａｍｐＣ 存在于使用废水灌

溉的废水中．Ｃａｌｌ 等［６６］和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等［６７］采用 ＤＮＡ 微列阵技术分别检测了细菌体内的多种四环素抗性

基因和土壤及动物粪便样品中的四环素和红霉素抗性基因，表明微列阵技术可以用于筛选环境样品

ＤＮＡ，从而鉴别 ＡＲＧｓ．目前文献鲜有报道运用这些方法检测空气样品中的 ＡＲＧｓ，其适用性需要进一步

研究．

４　 研究展望

随着抗生素的长期滥用，ＡＲＧｓ 在环境介质被大量检出．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污染物，ＡＲＧｓ 已经成

为近年来环境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ＡＲＧｓ 主要存在于水体、土壤、空气等环境介质中．然而目前多数研

究关注的是水、土壤和沉积物中的 ＡＲＧｓ，国内外对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零散．我国对于环境

中 ＡＲＧｓ 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ＡＲＧｓ 在空气中污染状况的研究更是为数不多．近年来我国空气细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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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物污染严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尤其是 ＰＭ２．５很可能成为 ＡＲＧｓ 向人体呼吸系统传播的一个重要暴露

途径．因此，在我国开展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相关研究非常必要．本文综述了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国内外研究现

状，并探讨了空气中 ＡＲＧｓ 样品的采集和检测方法．今后相关研究的重点发展方向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对所选采样器进行运行参数优化实验和性能评价实验，使采集的样本能够真实地反映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一套可靠、高效、快速的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采样方法体系，是保证监测数据

准确性的重要前提，应成为未来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２）不同于水和土壤环境，空气样品的微生物生物量通常较低，因此对检测技术的检测限和灵敏度

要求更高．空气样品的采集和处理对检测结果影响很大，把空气微生物采样、处理和鉴定各个步骤集成

在一起，形成一套综合的检测系统，是未来空气中 ＡＲＧｓ 检测技术发展的方向．
（３）重点在抗生素使用较多的养殖场和医院开展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污染来源、污染种类和水平、扩散

传播机制、环境影响因子等方面的研究．并应特别关注空气中对人类公共健康具有更大威胁的致病菌以

及条件致病菌所携带的 ＡＲＧｓ，这将对指导养殖场改善饲养环境，医院改善通风消毒设备，合理使用抗生

素，职业暴露环境的安全防护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４）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空气中 ＡＲＧｓ 的健康毒性．应展开空气中 ＡＲＧｓ 生态行为的研究，评

估空气中 ＡＲＧｓ 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建立空气中 ＡＲＧｓ 生态环境安全评价和预警体系，以引起社会

各方面的重视，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对这种新型污染物进行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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